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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划分在“国族”之外，提出要承认“外蒙独立”，扶持“西藏独立”，同时对他所称的“各省区

以内的大小民族”“厉行同化”。蒋介石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时间，以如此不可思议的方式，显露

出其“分裂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庐山真面目。在“分治主义”的民族主义指导之下，蒋介石

不惜以牺牲外蒙主权的代价，换取苏联政府的所谓“三项政治承诺”，并于 1946 年初启动承认了

外蒙“独立”的所谓“法理程序”。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在解释其为什么放弃“外蒙主权”时

称，“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
1
。1959 年，在西藏发生武装叛乱之际，

蒋介石在台湾发表《告西藏同胞书》，公然“许诺”将“本着民族自决的原则”，“达成”达赖集

团关于“西藏未来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地位”的“愿望”
2
。 

由上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学界关于“中华民族”形成历史的研究和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

的讨论，显然没有改变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中“分裂”、“分治”的基本逻辑和专制、同化的

政策取向，与蒋介石所炮制的“国族－宗族”论在基本概念、理论方向、政治目的等方面存在诸

多差别和差异。认为学界为蒋介石“国族－宗族”论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或理论依据的看法显

然是一种历史误解。与之相反的是，学界的研究动机和研究结论或是出于批判蒋介石集团在民族

政治领域的倒行逆施；或是出于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担忧和焦虑，具有历史进步意义。时隔

七八十年，我们依然可以从顾颉刚对国民党“用汉族的文化来统一其他各族的文化”的“民族融

合”政策是“削足适履”的“笨事”；从吕思勉“为要求各族亲近、团结起见，将已往的冲突，

和现在未能一致之处，隐讳而不能尽言，未免是无谓的自欺”的批评之中，强烈感受到学者们理

论良知和拳拳之心。虽然民国时期学者们试图以历史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回答和解决现实的政治问

题，存在先天性的缺陷和不足，但是他们的研究和结论是中国人民探索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具有不可替代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他们的意义和价值，将在中

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得到切实的尊重和体现。 

 

 

【论  文】 

蒋介石集团所炮制的“国族-宗族”论显然绝非我们原所以为的那般，只要简单

地贴上“反动”的标签就会烟消云散，其背后所深藏的思想渊源与政治路径，更值

得后人深思和警醒。 

一九四二：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真实面相 
——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四） 

 

熊芳亮 

 

抗日战争期间，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心

声，蒋介石集团在重重压力之下被迫对期“投降”、“分裂”的“民族主义”理论进行调整和调适，

炮制“国族－宗族”论以缓解党内、党外和社会舆论的政治压力。这种理论调整和调适看似借鉴

和采纳了学界的研究成果，顺应了社会各界的舆论压力，却并没有改变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

                                                                                                                                                                       
页。 

1 蒋介石：《对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致词》。秦孝仪编：《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五），（中国台湾）

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 年，第 121 页。 
2 蒋介石：《告西藏同胞书》（1959 年 3 月 26 日）。秦孝仪编：《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三），（中国台湾）中

央文物供应社，1984 年，第 222－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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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固有的理论逻辑和政治路线。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在“一元化”的“民族”理论之下推行

的同化、融合政策，以及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表示要承认外蒙、西藏“独立”的政治姿态，充分

暴露了其“民族主义思想”中“分裂”、“分治”的政治本性。由于蒋介石顽固坚持以血缘、文化

界定“民族”的边界，以“民族”去界定“民族国家”的边界的理论逻辑，“国族－宗族论”不

仅无法缓解与“国家”之间的理论冲突，反而因为罔顾民意强加给各民族以“宗族”的名称，进

一步加剧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现实矛盾。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族－宗族”

论并不能真实反映和完全代表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真容和全貌。“厉行同化”的“融合”

论只不过是蒋介石“民族主义”的一个表象，“分治”、“分裂”与“同化”、“融合”的两面一体，

才是蒋介石集团“民族主义”思想的真实面貌和南京国民政府施政纲领的根本性特征。 

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是“文化化”的民族概念，“儒家化”的政治伦理，“军国化”

的专制统治，“法西斯化”的“国家有机体学说”所共同孕育的一个历史怪胎。 

以“文化”定义“民族”，以“民族”建构“国家”，是蒋介石集团“民族主义”思想最基本

的理论逻辑。戴季陶认为，“民族是以文化为基础，是在同一的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

习惯，和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上面搆成的”
1
，“中国民族是以一个同文化的民族做基础，中国人

民说是有四万万，这四万万当中，是一个中国的民族，因为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看来，中国是一个

主要民族在同一文化当中建设起来的”
 2
。“文化化的”民族概念，以及在文化、语言、地域、血

缘的基础之上划分“民族”界限和“民族国家”界限的理论逻辑，既奠定了蒋介石集团“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的分裂、分治的“国家”观念，也奠定了蒋介石集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融合主义”的“民族”观念，使“融合”和“分治”这对看似矛盾、实则孪生的“民族主义”

路线，在蒋介石身上得到了切实的体现。戴季陶清楚地知道“在中国现在疆域内是不止一族的，

而其中最显著是二个……一是蒙古，二是西藏”
3
，但仍然宣称，除非做到文化上面的“一致结

合”，“中国民族”的概念不适用于蒙古、西藏
4
，并且主张以基于文化、血缘意义上的“民族”

来确定“国家的界限”。戴季陶主张，“要在民族的意义上确定国家的意义”，“确定国家的界限”，

“建设起民族的国家”
5
，毫不掩饰地将蒙藏等少数民族划定为“异族”，蒙藏地区自然也就被划

在戴季陶的“民族国家”“界限”之外，提出应当承认甚至帮助蒙藏实现“独立”
6
。戴季陶认为，

“在一定地域，同一民族，为民族的独立存在和发展，由全体民众掌握政权，建造国家，由国家

负担起为人民的共同生活来制造财产并求得财产分配的平均的责任，这才是三民主义的国家意

义”
7
，毫无顾忌地寻求建立文化意义上的“民族”的“民族国家”。戴季陶称，“我们讲救国……

第一个要义是要在民族的意义上确定国家的意义”
8
，“三民主义第一要点便是主张民族的国家，

要以中华民族为本据，以建设起民族的国家”
9
，公然将外蒙、西藏甚至诸多少数民族地区抛却

在“中国”之外！戴季陶“文化化”的“国族”概念和分治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成为蒋介

石“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 

“儒家化”的政治伦理，以其“先亲后疏”、“先中心后边缘”、“先安内后攘外”的统治思想，

奠定了蒋介石集团“本部－边疆”的“地域”观念和“国族－异族（蒋介石集团常常使用“边胞”、

“边民”的概念指代少数民族）”的“人民”观念。戴季陶宣称“中山先生的思想”“就是继承尧

                                                        
1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 年版，第 138－139 页。 
2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 年版，第 137 页。 
3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 年版，第 137－138 页。 
4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 年版，第 138－139 页。 
5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 年版，第 141－142 页。 
6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 年版。 
7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 年版，第 156 页。 
8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 年版，第 141－142 页。 
9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 年版，第 141－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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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
1
，鼓吹“孙先生不是西方思想家，是中国思想家，是中

国几千年正统思想的承继者”
 2
，是“中国继往开来的圣哲”

3
。蒋介石同样宣称“三民主义”“其

本质和基本精神之所在”完全是“历数千年一直传下来的”“历史文化的正统”
4
，是“中国固有

历史文化的结晶”，是“民族美德的遗传”
5
。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内外有别、亲疏有别、

上下有别。蒋介石信奉“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

侯”的所谓“九经”，认为“九经”虽然“和现代的情形有多少不同的，但其条目虽可变通，而

原理还是一样”，“为政之道常在乎由内而外，使天下人从最亲近到最疏远的都能各得其所，来达

到政治目的”
6
。蒋介石认为“从一个人的修身推到亲亲，再从亲亲而推到睦姻任恤，推到仁民

爱物，甚至一切的制度和组织”“是中国政治哲学的特点”；“中国政治哲学将一个人由内发展到

外，将一个人对于外在的关系，一步步的推广开去，是层次最分明，而步骤最确实的”
7
。在蒋

介石看来，少数民族不过是儒家经典之中所谓的“远人”，不仅不是民族政治的参与主体，而是

政治客体和统治对象，更遑论有平等的地位与平等的权利。在这种内外有别、亲疏有别、上下有

别的儒家政治伦理的影响之下，蒋介石以汉族为“内”，以少数民族为“外”；以汉族为“亲”，

以少数民族为“疏”；以中原内地为“本部”，以蒙、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为“边疆”，将蒙藏等“边

疆地区”得失只是视为事关荣辱而无关大局的“体面”，而非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核心问题，可

以依据“实力原则”“收”、“弃”自如，将牺牲“边疆”主权引狼入室交换所谓的“政治利益”

视为“平常之事”，将国家赖以生存的主权和人民按照地域划分为三六九等，以维护“核心”为

政治根本，完全视人民意志和国家主权如掌中玩物。 

“军国化”的专制统治，以实现和推行“一政专政”、“一人独裁”为目标，不承认自由、

民主、权利的正当性，不承认民族成分、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在组织上强制要求国家政权、政

党组织、普通国民实现军事化，成为蒋介石集团罔顾民情民意，强力推行“国族融合”和“分裂

主义”的政治基础。无论是戴季陶还是蒋介石，都对日本军国主义推崇备至。按照戴季陶的理解，

“军国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以军事组织的力量，作政权的重心，一切政治

的势力，都附从在军国组织之下”的制度，“必须这样，才能成为军国主义的国家”
8
。戴季陶认

为，“建国的工作，必须有军政的组织”，“武力和战争，是建国最要紧的手段”
 9
。在思想层面，

蒋介石以将日本军国主义与“儒道”、“中国哲学”划上等号的方式，打着“恢复中国民族优秀文

化”的幌子，曲线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张目。蒋介石将日本的国力强盛归因于“中国的哲学”的

成功，认为“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学的“就是中国的儒道”，尤其是“王阳明知行合一

‘致良知’的哲学”
 10
，“（日本）武士道就是采取了我们中国一部分的固有道德，和一部分固

                                                        
1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九二五年六月）。转引自高军、李慎兆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料选

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 418 页。 
2 戴季陶：《孙文主义哲学之哲学基础的演讲词——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在中国大学》。转引自高军、李慎兆等编：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 439 页。 
3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九二五年六月）。转引自高军、李慎兆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料选

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 403 页。 
4 蒋介石：《中国魂》（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在庐山军官团总理纪念周讲）。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

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 年版，第 163 页。 
5 蒋介石：《中国魂》（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在庐山军官团总理纪念周讲）。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

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 年版，第 161 页。 
6 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 年版，第 192－193 页。 
7 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 年版，第 198 页。 
8 戴季陶：《日本论》（1928），吉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11 年版，第 138 页。 
9 戴季陶：《日本论》（1928），吉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11 年版，第 132 页。 
10 蒋介石：《自述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讲）。刘健清编：《中国法西

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 年版，第 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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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军人精神”
1
，日本还只是“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余，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

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而“我们中国人自己忘了自己立国的

精神，抛弃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反给日本人窃去，拿来压迫中国，还要来灭亡中国，这是多

么可耻可痛的事情！
2
”在制度层面，蒋介石则显得肆无忌惮，大力推行军国主义统治。1928 年，

蒋介石在北平发表演说宣讲南京国民政府的施政纲领，毫无掩饰地提出要在中国推行“军国主

义”，宣称“军队是在是最讲究组织和纪律的”，“无论古今中外，要组成一个健全的国家和社会，

都是要全国军队化的”，“各团体的军队化，实在是救国的不二方法”，提出“以后各社会团体，

一定要养成党化，军队化”，“全国以内，无论任何物品都有统计，无论任何团体，都有严密的组

织”
3
。蒋介石甚至直白告诫“不要听共产党的挑拨，说蒋介石提倡军国主义”，“须知这是真正

救国的方法”
4
。军国主义的思想基础及其“实力化”的政治原则，使蒋介石集团可以漠视政治

的正义性和反动性区别，无视人民的意志意愿和历史发展规律，将“边疆”和“异族”视为“国

家”和“民族”的附庸和附属物5，随时可以根据时局的变化和力量的强弱采取不同的施政方略，

甚至可以用来交易和交换可能更为“核心”的政治利益。 

德国法西斯主义，尤其是国家有机体学说，对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政治思想影响甚巨，蒋介石

堪称是“国家有机体学说”的忠实拥趸。史学界大多将蒋介石 1931 年（民国二十年）在国民会

议所作的开幕词作为其深受德国法西斯主义影响的标志。在该开幕词之中，蒋介石对法西斯主义、

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逐一进行批判。按照蒋介石的理解，“法西斯蒂
6
之政治理论本抽

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有机体学说为根据，以工团组织为运用，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

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
 7
。蒋介石评价说，法西

斯主义的“国家主权既为神圣，纵横发展，遑恤其他，国际上之影响，是否合于大同原则，不待

智者而知”
8
。蒋介石看似是要否定法西斯主义，实则只是批评法西斯主义的国际影响，对其制

度层次却是崇羡不已。蒋介石认为，“国家这个东西，是一个有机体”，“国家是一个有生命的超

于一切的集体组织”，“就是一个完密的生命全体”
9
。一方面，蒋介石利用“国家有机体学说”

为其唯心史观和唯意志论提供思想依据。按照蒋介石的理解，国民是国家的“细胞”，国民党是

国家“动脉”，三青团是国家的“新血液”，代表“历史文化之传统的根本精神”的“三民主义”

就是国家的“灵魂”。蒋介石强调，国家就是因为“灵魂”，“所以成其为有生命的机体，而非死

的无机物”
10
。另一方面，蒋介石利用“国家有机体学说”为其推行军国主义提供理论支持。蒋

                                                        
1 蒋介石：《革命军人的哲学提要》（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出席军官团总理纪念周讲）。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

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 年版，第 121 页。 
2 蒋介石：《自述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讲）。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

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 年版，第 109 页。 
3 蒋介石：《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十八日招待北平各界讲）。刘健清编：《中国法西

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 年版，第 222 页。 
4 蒋介石：《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十八日招待北平各界讲）。刘健清编：《中国法西

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 年版，第 223 页。 
5 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独立评论》第 181 号，1935 年 12 月 15 日。林文光选编：《傅斯年文选》，四

川文艺出版社，2010 年版。 
6 即法西斯主义。 
7 蒋介石：《国民会议开幕词》（民国二十年五月五日）。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

中共党史系，1984 年版，第 572 页。 
8 蒋介石：《国民会议开幕词》（民国二十年五月五日）。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

中共党史系，1984 年版，第 572 页。 
9 蒋介石：《中国魂》（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在庐山军官团总理纪念周讲）。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

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 年版，第 159 页。 
10 蒋介石：《中国魂》（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在庐山军官团总理纪念周讲）。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

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 年版，第 1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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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石认为，现代国家的生命力“第一就是教育，第二就是经济，第三就是武力”
1
。所谓“教育”，

“就是要养成‘军国民’的风尚”，“亦就是‘军国民教育’”
2
。所谓“经济”，就是“人尽其才，

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所谓“武力”，“包括国家所有的国民，人人应参加战事，致

力国防，所有一切的物质，……皆为战争国防之需，莫不为武力之要件”，“就是要使全国四万万

同胞，都能成为军国民，即有组织有纪律有训练，能够为国牺牲的战斗员！”
3
蒋介石将三者概括

为“教”、“卫”、“养”，并依此将“三民主义”解构为包括教育、经济、军事三个方面的五种建

设——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在“儒家化”、“文化化”、“军国化”、“法西斯化”的“纯正三民主义”的左右之下，蒋介

石最终形成了类似于日本“血族”主义的“国族”崇拜，既无法走出“国民党一大宣言”所提出

的“民族自决”路线的陷阱，又无法真正理解和继承孙中山“国族主义”思想的精髓和灵魂。虽

然“融合”与“分裂”之间的理论分歧和政治冲突如此明显、如此强烈，但是在蒋介石集团专制、

独裁的政治体制之下，蒋介石不愿意接受“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现实，不愿意接受“凡是

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
 
的观点，不愿意接受“国族是国族，民族是民族”的意见，不能依据中

国国情和人民意愿完成根本性的蜕变与变革，最终演化为彻头彻尾的“放任主义”、“分裂主义”，

也就注定将被中国人民所抛弃，必然伴随国民党的腐朽统治一同退出历史舞台。 

“自决”、“分治”与“同化”、“融合”两种民族主义路线之争，是我们认识和评价蒋介石

民族主义思想，乃至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族政治的理论武器和思想钥匙。 

国民党内在“民族主义”路线上的分歧与纷争，影响甚至左右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民族政

治的趋势和走向。1929 年，国民党于国共分裂之后在南京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

通过的《对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强调“在民族主义基础上，乃求汉、满、蒙、回、藏人民密

切的团结，成一强固有力之‘国族’，对外争国际平等之地位”；“在民权主义基础上，乃求增进

国内诸民族自治之能力与幸福，使人民能行使直接民权，参与国家之政治”；“在民生主义上，乃

求发展国内一切人民之经济力量”
 4
。该决议等于否定了国民党一大宣言所确立的“民族自决”

主张。1938 年，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在蒋介石的主导之下发表了《临时

代表大会宣言》又再次重申了国民党一大宣言“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

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的“诺言”，虽未明示但暗含承认“民族自决”

之意，但宣称“唯抗战乃能解除压迫，唯抗战获得胜利，乃能组织自由统一的即各民族自由联合

的中华民国” 
5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战的大背景之下，主张“国家统

一”的“融合论”逐渐占据上风，国民党“五届七次中央全会”（1940 年 7 月）、“五届八次中央

全会”（1941 年 4 月）、“五届九次中央全会”（1941 年 12 月），皆有委员提出“国族团结”、“民

族团结”等提案和施政纲领并获得通过，实际上否定了 1938 年临时代表大会承认“民族自决”

的相关决议。 

认清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双面一体”性，对于我们加深民国时期民族政治研究中

留有的迷局和疑问，无疑大有裨益。我们曾经将蒋介石集团民族政策的摇摆、反复解释为“虚伪

性”——这种“虚伪”其实更多应视为是一种在“融合”与“分治”的天平之间的摇摆和调适。

我们曾经认为蒋介石集团的民族政策是“反动性”的民族政策，但是我们批判反动性的标准往往

单纯地以其“融合主义”的一面为依据，恰恰忽略和忽视了其“分治主义”一面的反动性。国民

党之所以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之下通过的时而“融合”时而“分裂”，时而“平等”时而“同

                                                        
1 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 年版，第 147 页。 
2 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 年版，第 152 页。 
3 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 年版，第 147－149 页。 
4 《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1929 年 2 月 27 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年版，第 646 页。 
5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年，第 467-4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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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决议、提案，国民政府之所以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之下采取的时而“融合”时而“分裂”，

时而“平等”时而“同化”的政策、措施，难以形成统一的、长期的、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

和行动纲领，反复无常，摇摆不定，其根本原因不过是蒋介石集团“两面一体”的“民族主义”

思想在民族政治领域的具体体现。国民党内部在民族主义内涵和路线上的分歧，造成政府和具体

操办人员处理具体事务，尤其是重大战略决策时进退失据，无所适从，只能在“融合”与“自决”

（分治）的两条道路上相互倾轧，进退维谷，自寻绝途。 

历史证明，肆意伪篡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蒋介石集团和国民党反动派，不可能解决中

国民族问题。 

建立在传统儒家学说、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蒋介石“民族主义”，

不仅没有“继承”而且背叛了孙中山先生“新民族主义”的“遗训”，加剧了中国近代以来“民

族”－“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强化了“中心”－“边缘”的政治模式，具有无法弥补的理论

缺陷和政治陷阱：“融合主义”的“民族主义”违背各族人民民族意识觉醒的现实和要求民主、

自由、自治的历史大势，不可能得到各族群众衷心拥护；“分裂”、“分治”的“民族主义”与近

代以降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异曲同工，只会加剧而不是减缓现代中国分崩离析的国家危急。民国

时期民族政治的历史告诉我们，“融和”、“同化”与“自决”、“分治”虽在政治目标和主观愿望

上背道而驰，但在政治理论上，尤其是在蒋介石的政治思想体系之中、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统

治之中竟然是如此紧密地联系、结合在一起，双面一体，密不可分。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和

反思。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以文化、语言的差异和血缘、地域之别，判定国家的“内－外”，

民族的“我－异”，情感的“亲－疏”，利益的“核心－边缘”的思维模式，是“同化”、“融合”

与“分治”、“自决”共同的逻辑前提和理论出发点。蒋介石集团的失败教训也告诉我们，罔顾人

民意愿和基本国情去追求狭隘的文化统一和民族融合；罔顾人民意愿和国家命运，去以文化、血

缘基础之上的“民族”划定“国家”边界、构建“民族国家”，是多么危险的政治冒险！也许这

就是蒋介石集团的失败在民族政治领域带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最大的政治教训和最深刻的

历史警醒。 

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全国各族人民，才能肩负起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构建现代化国

家的重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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